
2025	年第	2	期 《学知》 总第	7	期
DOI:	10.54254/3029-0740/2025.21295

·	1	·

 

 

 

当代年轻人的逃离 

——基于《逃避统治的艺术》视角 

贺鑫龙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000；1581832641@qq.com） 

摘  要：当代年轻人逃离一线大城市、转向鹤岗等小城市的现象，与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

提出的“无国家空间”理论具有内在关联。研究将斯科特的理论引入当代社会分析，为理解青年群体的生存

策略提供了跨时空的学术视角，通过对比东南亚山地居民逃避国家统治的策略与当代年轻人的选择，揭示二

者在反抗规训化生存逻辑上的相似性。 

关键词：逃避统治；大城市逃离；鹤岗；年轻人；低欲望社会 

引言  

斯科特在多部著作中，始终将国家作为批判对象。他认为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典国家，主要目标都是

对社会进行管制并扩大权力范围。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他把政府描述为勒索者，指出殖民统治在乡

村通过牺牲村民利益确保自身收益[1]。在《逃避统治的艺术》里，谷地被视为征用空间，国家依赖税收和租

金，与人民处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逃避的根本原因。与传统观念中认为山地居民落

后、等待文明发展的观点不同，斯科特指出他们所表现出的落后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东南亚山区的居民通过

选择远离国家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松散的社会结构，逃避国家的直接统治和规训。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高地“赞

米亚”地区的分析，挑战了传统国家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一套关于“无国家空间”的原创理论。 

1  斯科特的“无国家空间”理论 

斯科特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全球谷地国家的形成以及人们逃离谷地向山地迁移的过程，赞米亚地区是涵

盖东南亚和中国西南部的广袤山地的崎岖地形，山脉、丛林、河谷不仅是自然屏障，更是山地居民主动选择

的场所。斯科特强调，地理环境本身是“政治工程”——山地居民通过迁移至难以被国家机器进行税收、征

兵、行政系统渗透的区域，主动创造“边缘性”。历史上，许多山地群体如克伦族、苗族人的祖先原居于低

地平原，因逃避战争、税赋或奴役而迁入山地。地理屏障成为他们抵御国家权力扩张的“人工堡垒”。例如，

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指出缅甸平原的农民在 18 世纪为躲避贡萨王朝的强制劳役，大规模逃入掸邦

高原，利用地形切断与国家的联系。崎岖地形不仅阻碍军事征服，更使国家无法建立道路、驿站等稳定的行

政基础设施。山地地形的分散性和交通困难性，极大削弱了国家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收益，使统治成本远高于

预期收益，地理条件决定了山地无法成为国家的空间。缅甸王朝曾尝试在克钦山区修建税站，但因维护成本

过高而放弃。斯科特指出，这种“不可统治性”是山地居民与地理环境协同作用的产物——他们通过选择定

居点、破坏道路、隐匿路径，进一步强化地形的政治防御功能。   

斯科特将“低地社会”（国家）与“山地社会”（“无国家”空间）截然两分、彼此对立，视二者之间

为“刺激—反应”关系[2]。对于生活在谷地中的谷民来说，山地人是他们眼中的异族，被视作落后的、野蛮

的，甚至是文明程度最低的种族。这群人被蔑称为“番”、“蛮”，他们的存在似乎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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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所谓的文明程度，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融入程度——是否能

够将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历史上的“生”、“熟”之别，不过是一种简化的划

分方式，用以区分那些被国家文化所同化，或未能完全融合入主流社会的山地人。山地人季节性迁徙、跨界

迁徙等流动，进一步瓦解了国家对其人口与领地的稳定控制，形成"主权不能全面覆盖的缺口"。斯科特一反过

去认为轮耕是“原始落后”的观点，认为轮耕的本质是为了避免国家的剥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轮耕要求的

流动性以及土地的非私有化性质，使得国家很难以固定地籍征税或征收劳力。在“去国家化”的生计模式下，

高地人混合了采集、打猎、刀耕火种以及小规模的交易方式，以较少地依赖于一种农作物。这一经济模式降

低了国家对食品供应的控制所带来的风险。谷地国家建立在诸如稻米之类的集约农业之上，这是山地居民刻

意回避的，因为前者要求固定的土地，集中的劳动力，以及剩余产品的积累，而这恰恰是政府征税和征募士

兵的前提条件。 

斯科特在山地社会中将分散的血缘网络，轮流的领导权以及集体决策机制，视为避免形成稳定的层级结

构的决策。山地社会以扩展亲属制度为基础，取代垂直官僚体系。例如，克钦族的“姆尤-达玛”婚姻联盟制

度，通过跨家族的姻亲关系形成横向权力网络，避免单一家族垄断资源或权威。这种结构天然排斥国家所需

的“可识别代理人”。斯科特指出，山地社群的“头人”或“长老”并非固定职位，而是基于具体事务临时

推举，事毕即解除权力。军事领袖仅在战时拥有指挥权，和平时期回归普通成员身份。这种流动性权威使国

家无法通过收买或消灭领袖实现控制。山地社会通过夸富宴、礼物交换和集体狩猎，强制财富再分配，猎获

大型动物必须全村共享。此类实践抑制了财富积累，避免出现足以挑战集体权威的经济精英。这样的社会结

构降低了权力集中的可能性，使得国家很难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来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山地社区缺乏长期

的中央权威，决策权力分散在家庭或村落单元。适于逃离的社会结构是以分散、平等为特征的国家空间的层

级结构，它倾向于避免形成大的社会组织或集团，而形成小集团，这些小集团能够快速地分散流动。斯科特

把这一社会结构形象地比喻成了一只水母，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很松散，没有固定的结构，这样就方便了它们

的行动，也很难管理。这些小单位就像砌墙的砖块一样，既可分散又可结合。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重视平

等，避免了等级制度的产生。“去中心化”的反等级制度和“无政府秩序”削弱了国家通过购买或铲除地方

领导人来实现间接统治的可能性。山地族群成员身份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他们通过联姻、收养、结盟等方式

不断重构社会关系，形成了一种动态“社会弹性”，以应对国家和资源的压力。 

山地居民由口头传统、神话与记忆来逃避文本体系所定义的固定身份与空间，保持文化的流动与无形。

山地居民往往采取多种民族身份，甚至积极地“野蛮化”，以此构筑被低地国家视为“未开化”的文明标签，

因而拒绝被纳入国家文明化计划之中。在近代之前，文字并不是大众传播的工具，而是掌握在少数知识分子

手中，用来论证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人们常把文字作为进化的标志，认为有书写的群体比无书写的群体具有

更高的文明水平。国家通过文字档案、法典和官僚体系实现治理术的标准化，而山地社会则依赖口传史诗、

歌谣与神话构建流动的集体记忆。这种“弱者的文本性”打破了“印刷资本主义”构建民族认同的垄断路径，

形成了以声音、仪式和身体实践为载体的另类知识传播网络。不过，按照斯科特的说法，那些逃到山里的人，

在平原上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文字的，只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字，这也是为了

避免国家用来进行统治的逃避艺术。山地人逃离时，不再需要知识精英或文字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凭证，而

是以更具流动性、可随时再创造的口头文化来代替文字。口头文化取代文字，极大地便利了山地族群不断建

构新的族群认同。当低地国家用佛教或伊斯兰教等普世性宗教建构“文明开化”的等级秩序时，山地族群通

过万物有灵信仰体系解构中心化的神圣权威。巫师以碎片化的自然神灵沟通抵抗佛教僧侣的等级化宇宙观。

这种“去中心化的神圣性”不仅颠覆了韦伯式宗教理性化叙事，更通过将权威分散到山川、图腾与日常器物

中，使国家无法垄断象征资本的生产，其仪式与宇宙论更多地强调与自然环境的直接互动，而不是依靠中心

化的宗教权威，从而进一步消解国家对其意识形态的渗透。 

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逃避统治的空间。“如果说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止被征

用的生存策略；如果说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

可以自由地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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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城市的高度规训化与年轻人的选择  

2.1  经济规训：高房价与高生活成本 

一线大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高房价不仅限制了他们的居住

选择，还迫使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中，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这种经济规训使得年

轻人难以实现个人自由和发展。相反，鹤岗等小城市的生活成本远低于一线大城市，年轻人在这里可以以较

低的经济压力获得相对舒适的生活。这种低压力生活使得他们能够摆脱大城市的规训，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

化的生活方式。 

2.2  社会规训：竞争与内卷   

大城市的社会结构高度竞争化，年轻人被迫参与到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的内卷

现象使得年轻人感到疲惫和无力。这种社会规训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生活乐趣，还使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相反，小城市的社会结构相对松散，竞争压力较小。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摆脱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享受更加宽

松和自由的社会环境。这种低竞争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 

2.3  文化规训：消费主义与标准化生活   

大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使得年轻人陷入物质追求的泥潭。标准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使得他们的

生活变得单调和乏味。这种文化规训使得年轻人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和生活的意义。相反，在小城市年轻人

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不再受到大城市标准化生活的束缚，能够

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个性化生活。 

3  逃离大城市与“逃避统治”的内在联系  

年轻人选择逃离大城市，本质上是对高度规训化生活的反抗。通过倡导对过度欲望、消费主义的反思与

批判，主张一种更为理性化的可持续生存方式[4]。他们通过选择低压力、低竞争的小城市生活，摆脱了大城

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规训，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逃离大城市的行为体现了年轻人对自由和

低压力生活的追求。他们不再愿意被大城市的规训所束缚，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加自主和轻松的生活方式。年

轻人逃离大城市的行为也反映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反思与批判。他们通过选择小城市生活，表达了对现

代社会高度规训化、竞争化和标准化生活方式的质疑和不满。 

4  结论  

斯科特挑战了将国家视为历史必然的“文明终点”的叙事，指出国家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可能形态。他

揭露所谓“文明化使命”实质是低地国家为扩张统治合法性而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高地居民并非被动受害

者，而是通过集体行动和策略性选择如迁徙、文化调整、技术回避主动塑造“无国家空间”。这种能动性颠

覆了传统史学中边缘群体“被历史遗忘”的刻板印象。赞米亚作为“反历史”地区，斯科特将赞米亚视为一

个动态的“逃离国家”的连续过程，而非静态的地理实体。他通过这一案例揭示，边缘地区的“非国家化”

与国家的形成实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 

当代年轻人逃离大城市前往鹤岗等小城市的行为，与詹姆斯·斯科特所描述的“逃避统治”行为具有相

似性。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反抗，也是对现代社会高度规训化生活方式的“逃避”。通

过选择低压力、低竞争的小城市生活，年轻人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对现代社会结构的

反思与批判。这一现象为我们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选择和社会心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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